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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转型经济背景下，管理者关系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普遍性已被认可，但管理者关系对企业绩效的作用
机理依旧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创业导向作为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战略选择，高层管理者对其的影响不
可忽略。本文构建了管理者关系、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间的影响路径模型，基于 210 家成熟企业的调查数据，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管理者商业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创新性、风险承担
性和先动性均有正向影响，而管理者政治关系仅仅只影响先动性，对创新性与风险承担性的影响并不显著;创
业导向的风险承担性、先动性会影响企业绩效，而创新性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同时，本文揭示了管理者商
业关系、政治关系通过创业导向的不同维度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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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管理者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一直是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量研究聚焦于此，
但是研究结论依旧没有达成共识，管理者关系与企业绩效间的作用机理仍然不清晰。有研究
认为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管理者关系能促进企业绩效的改善(Peng 和 Luo，2000) ;但也有研究
发现，管理者关系会对企业绩效带来负面影响(Okhmatovskiy，2010)。
管理者关系作为交流渠道发挥信息传递和资源获取的作用。现有研究发现管理者关系会
影响企业的资源获取(Li 等，2010) ，信息分享(Wang 等，2014) ，机会获取能力(Li 等，2014)
等。管理者关系作为组织外部资源只有通过组织内部战略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高绩效。而管
理者关系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资源稀缺性会影响企业是否能抓住市场机会实现企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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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创业理论与战略管理理论中的创业导向将企业价值增值，提升企业绩效作为其使
命。创业导向是企业勇于创新、愿意承担风险的主动性战略姿态。现有研究发现创业导向对
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Lumpkin 和 Dess，1996)、无影响(Slater 和 Narver，2000)、非线性关系
(Tang 等，2008)等效应，这使学者们有兴趣更进一步剖析创业导向不同维度间对企业绩效的
影响。创业导向作为企业战略导向，受到高层管理者认知、经验的影响。管理者关系作为一种
跨边界的行为，是否能通过创业导向来影响企业绩效?本研究致力于回答此问题。
创业导向的研究不再是新创企业的专利，成熟企业的创业导向是其维持竞争优势，实现企
业增长的战略选择，考虑到成熟企业运营过程中需要权衡现有业务与创业行为之间的资源分
配，使得创业行为本身更具选择性，因此，本文聚焦在成立时间大于 42 个月的成熟企业创业导
向的形成与影响效应研究。在创业导向的前因与结果的研究中，就创业导向各维度之间的关
系，即创业导向各维度之间是否具有独立性(Covin 等，2006) ，并没有达成共识。一些学者认
为创业导向是由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及先动性所反映的潜变量，各维度之间高度相关，且各维
度之间具有相同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Tang 等，2008) ;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创业导向的创新
性、风险承担性和先动性，每个维度都代表着一个相异、独立变化的方面，其前因和对绩效的影
响也是不尽相同(Lumpkin和 Dess，1996)。创业导向作为一种企业的战略姿态，管理者对其的
影响是不容忽略的，管理者所制定的战略必然会反映着个人社会背景与经验。在中国转型经
济背景下，管理者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分别体现着市场环境和制度制环境的不同影响。因此，
为了能更进一步明晰管理者关系、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本文从创新性、风险承担
性及先动性来剖析创业导向在管理者商业关系、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间的作用路径。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管理者关系与创业导向
管理者关系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建立和维护的私人关系，在市场竞争
中能给企业带来各种便利，是对市场和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有利补充(Peng 和 Luo，2000)。
Peng和 Luo(2000)将管理者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其他企业，包括供应商、客户和竞争者之
间建立的商业关系，另一类是与政府官员建立的政治关系。管理者关系所带来资源效应和信
息效应会影响管理者对经营环境的感知进而作用于企业的经营决策。
创业导向是一种企业勇于创新、敢于承担风险、较竞争对手更为主动的战略姿态。创业导
向型企业的创新性是企业支持新产品、新服务或者新技术的创意、试验及创造活动的姿态和倾
向(Lumpkin和 Dess，1996)。商业关系能够帮助企业获得从公众资源中难以获取的市场资源。
与上游企业、供应商的关系有利于原材料质量的保障、更好的服务和及时交付。与下游、企业
消费者的关系能帮助企业更好的掌握市场信息，有利于创新。与政府官员的亲密关系能帮助
企业获得更多的制度支持，比如获取更多的制度解释和进入壁垒的构建(Peng 和 Luo，2000)。
在转型经济过程中，政府依旧掌握一些企业发展相关的稀有资源，与政府间建立的关系能使企
业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政府倡导的创新创业导向也会为企业带来好的创新项目的支持，降
低创新风险，提供创新资金。管理者关系有利于不同视角、不同模式的观点和知识的整合，有
利于消除偏见促进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1a:管理者商业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创新性有正向影响。
假设 H1b:管理者政治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创新性有正向影响。
风险承担性是创业导向型企业愿意大胆行动、承担风险抓住机会的意愿(Lumpkin 和 D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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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任何的创业活动必定伴随着风险。张航燕等(2011)分析发现社会资本能够降低创业中
产生的机会风险、资源风险、主体风险、环境风险和行为风险。高层管理者通过关系所获得的信
息和资源是外界的反馈，能帮助管理者更准确、全面的预测市场环境和风险活动的收益，提升高
层管理者精通、控制和防范风险的意识(McMullen 和 Shepherd，2006)。由关系产生的信任能够
降低管理者对信息的评估和筛选，进而降低了因为花费时间收集信息和评估信息而失去最佳创
业时间的风险。创业资源中最关键的资源就是关系和网络资源(张航燕等，2011) ，它能够为创业
者提供其他创业所需资源，不仅仅是资源数量方面的支持，也包括资源质量的提升，以降低创业
过程中的资源风险。管理者从各种关系中获取的决策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可以有效弥补个人拥有
信息的不足，提升决策能力，提升管理者的信心。管理者关系能够增加管理者自信从而提升风险
忍受程度。从本质上来说，能够促使管理者利用机会的是风险感知(Palich和 Bagby，1995) ，当管
理者认为其不可控因素越少时，越乐意去承担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2a:管理者商业关系对创业导向的风险承担性有正向影响。
假设 H2b:管理者政治关系对创业导向的风险承担性有正向影响。
创业导向的先动性维度是指企业具有前瞻型的、寻找发展机会的行为(Lumpkin 和 Dess，
1996)。高层管理者关系建立的网络和信任，会丰富信息和资源的获取，缩短获取和筛选资源
的时间，所以能先于其他竞争企业进行决策。信息效用基于两个途径:信息的可得性和信息编
码(Gu等，2008)。关系网络能使企业接触到多样化的信息源，用低的时间和交易成本获得高
质量的信息。而基于关系形成的共同认知能够更好地解读和利用关系网络中的有效信息。这
些信息的多样性、高质量和及时性能够增加企业的风险耐受性(Gu 等，2008)。Geletkanycz 和
Hambrick(1997)强调这些来自于高层管理者私人关系的信息具有独占性，有利于企业在先于
其他企业之前更好的识别、接近和利用新的机会，从而为企业提供先于竞争者行动的契机。创
业行为本身需要大量资源支持，捕捉创业机会、开展创业行为需要企业整合各种资源，高层管
理者关系所带来的网络资源有利于促进先动性行为的产生。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3a:管理者商业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先动性有正向影响。
假设 H3b:管理者政治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先动性有正向影响。
(二)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
创业导向的创新性聚焦在企业如何利用新技术创造新产品或服务来满足市场需求，是企
业努力通过创造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满足顾客需求，以及新技术、新管理技能的使用。这里
所强调的创新性是一种文化、一种氛围，而不是企业真实的创新产出(Covin 和 Slevin，1991)。
这种创新性会给企业带来高的创新绩效。创新被视为创业导向的核心特质。创新是企业在不
断变化的环境下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创新性氛围会鼓励企业使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会影
响员工的自主创新性。创新性能够使企业不断克服惰性，开发新产品，优化现有产品，开拓新
市场，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4a:创业导向的创新性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创业导向的风险承担性体现在企业愿意投身到风险不确定事业中的程度，也表现在企业为
了追求高利润的市场机会而愿意投入资源获利的倾向(Lumpkin 和 Dess，1996)。先前的研究从
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中验证了风险承担能正向影响企业绩效(Lumpkin 和 Dess，
1996) ，表明勇于承担风险的企业会比规避风险的企业有较好的绩效。风险承担性企业愿意承担
风险去抓住获利机会，增加了企业获得高利润和高绩效的可能性。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会忽略
组织现有资源的限制而去积极地把握机会，并会不断地提升对机会的把握能力(马鸿佳等，
2009)。在此过程中，企业还会不断地关注新的机会，而这都需要企业具有良好的运营能力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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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企业追求冒险活动。所以，具有风险承担性的企业具有强的获取机会的倾向，同时在不断获取
机会的过程中也会提升企业利用资源获得更高企业绩效的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4b:创业导向的风险承担性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基于企业的资源基础观，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所有拥有的独特的、稀有的、有价值的、
不可被模仿的内生性资源。然而一些资源可以在某些企业中发挥作用帮助其实现竞争优势，
而在另一企业中却难以发挥作用。先动优势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形式。先动性体现在
企业比竞争对手更早的采取行动，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组织行为理论认为，先动企业相对于活
动企业能够更广泛地接触市场，进而更可能成功(Glazer，1985)。先动性源于企业所拥有的独
特资源(例如信息、知识等) ，因为信息的独占性造成了与竞争对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利
于企业实现先动优势。先动性表现在企业能够率先捕捉机会，这就意味着企业应对环境复杂
性，整合内部资源能力强。拥有信息优势和资源独特性优势的企业通过实施先动战略，能够积
累更多的学习经验，随着时间推移，当竞争对手进入该领域时，先动企业已经能由于经验积累
而实现成本优势。先动企业可凭借技术、知识等资源优势，建立进入壁垒，获得垄断收益。先
动企业在应对外界复杂环境的过程中，提升了整合资源的管理能力，能够从先动战略中通过资
源整合获得更高的收益。基于此，本文认为:
假设 H4c:创业导向的先动性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择用调查问卷方法获得企业样本验证研究假设。本文聚焦在成熟企业，全球创业
观察将成立时间小于 42 个月的企业视为新企业，故研究样本选择成立时间大于 42 个月的成
熟企业。数据的收集主要是通过以下的方式进行:(1)通过地税部门与企业联系，请企业的高
层管理者填写问卷;(2)利用关系网络委托熟人，与企业高层管理者取得联系，请其填写问卷。
有效问卷 210 份，总发放问卷 300 份，有效回收率为 70%。
样本企业中，企业在职员工人数小于 100 人的占 25. 714%，人数在 100 至 500 之间的占
46. 667%，人数大于 500 的占比为 27. 619%;从企业所有权性质来看，外企占 10. 953%，国有
企业占 18. 095%，民营企业占 70. 952%;成立时间大于 3. 5 年小于 10 年的占 30%，成立时间
在 10 至 20 年的占 50. 952%，大于 20 年的企业占 19. 048%;制造业占 79%，服务业占 21%;位
于东部的企业占 70. 952%，中部的企业 19. 524%，西部的企业占 9.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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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测量
为了保证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文中变量的测量均采用发表于国内外期刊的成熟量
表。在问卷正式定稿之前，请相关领域专家与 MBA 学员进行了预调研，以发现问卷设计及用
词上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修改，使问卷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所有题项均采用 Likert5
级量表进行测量，针对不同的题项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打分。
管理者关系的测量选用郭海等(2013)的 9 题项量表，该量表包括以下商业关系和政治关
系两个维度:(1)商业关系(6 个题项) ，示例问题如“我们采取实际行动与供应商经理层建立
良好的关系”;(2)政治关系(3 个题项) ，示例题项如“我们确保与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建立良
好的关系”。一阶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两因子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良好:χ2(df = 26)=
34. 224，TLI = 0. 983，CFI = 0. 985，ＲMSEA = 0. 039，且各维度的因子载荷均高于 0. 6，这表
明管理者商业关系和管理者政治关系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同时，管理者的商业关系和政治
关系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 841 和 0. 812，都高于 0. 7 的可接受标准，说明这两个变量
的测量具有较好的信度。
创业导向的量表选用 Covin和 Slevin的 9 题项量表，创新性、风险承担及先动性均用三个
题项来测量。(1)创新性(3 个题项) ，示例问题如“本公司对研发、技术领先和创新的重视程
度”。(2)风险承担性(3 个题项) ，示例问题如“本公司选择高风险、高回报项目的倾向”。
(3)先动性(3 个题项) ，示例问题如“当面对不确定性环境时，公司积极行动的程度”。创新
性、风险承担性、先动性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 760、0. 739、0. 743。
企业绩效借鉴 Schilke(2014)的 3 题项量表，示例问题如“近三年，本公司税前总利润高于
行业平均水平”。企业绩效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 811。
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为企业在职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2)企业年龄，按照企业成立
年份到 2016 年的年数取自然对数。(3)企业所有制性质，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转化为 0 和 1
两个变量表示。(4)行业类型，将制造业赋值为 1，服务业为 0。
四、实证分析
(一)同源偏差分析
因为资源有限性，所有问卷均是由同一人在同一时间填写，容易产生同源偏差问题。为了
最大程度地降低同源偏差，在发放问卷前告知填写问卷者此问卷仅用于学术研究，匿名填写，
以克服其心理障碍从而做到事前防范。待问卷收回后，本文采用 Harman 单因子法来检验共
同方法偏差问题，未旋转的第一主成分的解释变异量为 28. 196%，并未出现单个因子解释多
数方差的现象，所以，本文中同源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二)效度分析
效度检验包括内容效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1)内容效度:本文的变量测量量表使用
的是发表于国内外期刊的成熟量表，在整个翻译和应用过程中请相关领域专家和企业管理者
进行了测评和修正，使得问卷的内容效度有所保证。(2)聚合效度:利用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
抽取量来衡量变量的聚合效度。管理者商业关系、管理者政治关系、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先动
性和企业绩效的组合信度值为 0. 869，0. 889，0. 764，0. 740，0. 742 和 0. 815，均高于 0. 7;AVE
分别为 0. 603、0. 728、0. 519、0. 488、0. 500 和 0. 596，除风险承担性与先动性的 AVE 值略接近
或等于 0. 5，其余均大于阈值 0. 5，表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3)区分效度:当每个变
量的 AVE值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的平方时，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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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 所示，各变量 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中关键变
量间的区分效度，本研究对比了零模型、六因子模型、五因子模型及单因子模型间的适配度，表
1 结果表明，六因子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χ2(174)= 223. 377，χ2 /df = 1. 284，CFI = 0. 969，
TLI = 0. 963，ＲMSEA =0. 037) ，明显优于其他模型，进一步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 1 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分析
模型 χ2 df TLI CFI ＲMSEA
零模型a 1826. 671 210 0. 00 0. 00 0. 192
六因子模型 223. 377 174 0. 963 0. 969 0. 037
五因子模型b 423. 898 179 0. 822 0. 849 0. 081
五因子模型c 434. 906 179 0. 814 0. 842 0. 083
五因子模型d 450. 217 179 0. 803 0. 832 0. 085
五因子模型e 432. 520 179 0. 816 0. 843 0. 082
五因子模型f 442. 134 179 0. 809 0. 837 0. 084
五因子模型g 460. 443 179 0. 796 0. 826 0. 087
五因子模型h 436. 285 179 0. 813 0. 841 0. 083
五因子模型i 386. 207 179 0. 850 0. 872 0. 074
五因子模型j 370. 921 179 0. 861 0. 881 0. 072
五因子模型k 374. 046 179 0. 858 0. 879 0. 072
单因子模型l 971. 024 189 0. 463 0. 516 0. 141
注:N = 210;a零模型中，所有测量项目之间没有关系;b将商业关系与政治关系合并;c 将商业关系与创新
性合并;d 将商业关系与风险承担性合并;e将商业关系与先动性合并;f 将政治关系与创新性合并;g 将政治
关系与风险承担性合并;h将政治关系与先动性合并;i 将创新性与企业绩效合并;j 将风险承担性与企业绩
效;k将先动性与企业绩效合并;l将所有变量合并。
(三)相关分析
表 2 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1. 商业关系 0. 776
2. 政治关系 0. 265＊＊＊ 0. 853
3. 创新性 0. 336＊＊＊ 0. 192＊＊＊ 0. 720
4. 风险承担性 0. 178＊＊＊ 0. 072 0. 581＊＊＊ 0. 700
5. 先动性 0. 277＊＊＊ 0. 227＊＊＊ 0. 617＊＊＊ 0. 556＊＊＊ 0. 707
6. 企业绩效 0. 102 0. 153* 0. 323＊＊＊ 0. 355＊＊＊ 0. 350＊＊＊ 0. 772
平均值(M) 4. 058 3. 706 3. 778 3. 579 3. 795 3. 630
标准差(SD) 0. 545 0. 734 0. 629 0. 665 0. 648 0. 652
注:＊＊＊表示 p ＜ 0. 001，＊＊表示 p ＜ 0. 01 ，* 表示 p ＜ 0. 05，下同。
表 2 是本文的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结果表明，管理者商业关系与创业
导向的创新性正相关(r = 0. 336，p ＜ 0. 001) ，风险承担性正相关(r = 0. 178，p ＜ 0. 001) ，先
行性正相关(r = 0. 277，p ＜ 0. 001) ，管理者商业关系与企业绩效相关性并不显著(r = 0. 102，
n. s. )。管理者政治关系与创业导向的创新性正相关(r = 0. 192，p ＜ 0. 001) ，先动性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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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0. 227，p ＜ 0. 001) ，企业绩效正相关(r = 0. 153，p ＜ 0. 050) ，管理者政治关系与风险承
担性相关性并不显著(r = 0. 072，n. s. )。
(四)假设检验
(1)初始理论模型的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理论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良好:χ2(287)= 523. 256，χ2 /
df = 1. 823，CFI = 0. 911，TLI = 0. 901，ＲMSEA =0. 063。
(2)巢模型检验与模型的比较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创业导向在管理者关系与企业绩效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利用巢
模型检验方法对理论模型(完全中介模型)与其他的嵌套模型(部分中介模型)进行比较分析，
以求找出最优的模型。巢模型检验的结果如表 3 所示。在表 3 中，Mt 模型表示理论模型(完
全中介模型) ，M1 模型表示在完全中介模型的基础上增加管理者商业关系到企业绩效之间的
路径，M2 模型表示在完全中介模型的基础上增加管理者政治关系到企业绩效之间的路径。
巢模型检验的结果如表 3 显示，M1 模型和 M2 模型相对于 Mt 模型的拟合度并没有显著地
改善(△χ2(1)= 0. 211;△χ2(1)= 0. 330)。因此，Mt 模型为最优的模型，即创业导向在高层管
理者关系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表 3 巢模型的比较分析
模型 χ2 df CFI TLI ＲMSEA △χ2(df)
假设模型 Mt 523. 256 287 0. 911 0. 901 0. 063 —
部分中介模型 M1 523. 045 286 0. 910 0. 900 0. 063 0. 211(1)
部分中介模型 M2 522. 926 286 0. 910 0. 900 0. 063 0. 330(1)
(3)路径分析与假设验证
最优模型检验图如图 2 所示，以该最优模型为基础，本文分析了管理者关系对企业绩效的
影响路径。结果如表 4 所示。管理者商业关系对创新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 476，p ＜
0. 001) ，管理者商业关系对风险承担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 341，p ＜ 0. 001) ，管理者商
业关系对先动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 395，p ＜ 0. 001) ，支持了假设 H1a、H2a、H3a。
管理者政治关系对先动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 205，p ＜ 0. 05) ，而管理者政治关系
对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均无显著影响(β = 0. 101，n. s. ;β = 0. 023，n. s. ) ，支持了假设 H3b，而
H1b、H2b均未得到支持。
创业导向的风险承担性、先动性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 286，p ＜ 0. 01;β =
0. 274，p ＜ 0. 01) ，而创新性对企业绩效无显著影响(β = 0. 037，n. s. ) ，支持了假设 H4b、H4c，
而 H4a均未得到支持。
图 2 最优模型检验图
461164
《东南学术》2018 年第 5 期
此外，从巢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Mt 模型为最优的模型，即管理者关系通过创业导向对企
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管理者商业关系通过风险承担性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效应为 0. 341
×0. 286 = 0. 098，通过先动性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效应为 0. 395 × 0. 274 = 0. 108。管理者商
业关系对企业绩效的总间接效应为 0. 206。高层管理者政治关系仅仅通过先动性对企业绩效
有间接影响，效应为 0. 205 × 0. 274 = 0. 056。
表 4 最优模型的路径系数检验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C. Ｒ. p
高管商业关系→创新性 0. 476 4. 950 ＊＊＊
高管商业关系→风险承担性 0. 341 3. 565 ＊＊＊
高管商业关系→先动性 0. 395 4. 279 ＊＊＊
高管政治关系→创新性 0. 101 1. 229 n. s.
高管政治关系→风险承担性 0. 023 0. 258 n. s.
高管政治关系→先动性 0. 205 2. 390 *
创新性→企业绩效 0. 037 0. 430 n. s.
风险承担性→企业绩效 0. 286 3. 190 ＊＊
先动性→企业绩效 0. 274 2. 999 ＊＊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剖析了管理者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通过 210 家成熟企业的问卷调研分
析发现管理者关系通过创业导向影响企业绩效。本文的研究响应了 Gu 等(2008)主张的管理
者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着一个战略挑战，证实了创业导向作为企业的战略选择，在管理
者关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发挥中介作用。本文剖析了创业导向的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和先动
性在管理者商业关系、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间发挥的不同的作用。研究发现管理者商业关系
对创业导向的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和先动性三个维度均有正向影响效应，表明基于商业关系的
资源获取、知识整合及联结效应对企业的影响更加的全面;而政治关系仅仅只对先动性有积极
的影响，这为学者们所提出的商业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不同作用路径提供了依据，政治关系对企
业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并未有直接的影响，表明在现阶段的中国，政府依旧掌握着独特的信息
资源，管理者政治关系依旧是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为企业带来的信息效应，从而实现源自信
息不对称效应的企业先动性行为。管理者政治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创新性与风险承担性的影响
并不显著，管理者政治关系并不能带来异质性知识，并不能改变管理者对风险的认知，也间接
说明政治关系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创业时机的选择上。
因为现有研究发现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不同的结果，本文从创业导向的创新
性、风险承担性和先动性三个维度分别分析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风险承担性和
先动性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创新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这与贾建峰等(2013)的
研究结论并不是完全一致，贾建峰等(2013)认为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主要通过创
新性和先动性两个维度实现，本研究证实了先动性同样会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但是创业导向
的研究认为创新是揭示战略导向与绩效间黑箱的关键，然而本研究却发现创业导向的创新性
并不能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这也进一步说明创业导向的创新维度更强调的是企业的创新倾向
561165
《东南学术》2018 年第 5 期
与创新态度，需要更进一步的揭示其中介机制才能转化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二)管理启示
首先，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要正视管理者关系对企业的影响。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市场化
程度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认为关系会阻碍企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企
业要正确的对待关系，充分利用关系所带来的资源和信息效应，发挥其对企业的积极影响。其
次，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要注重与伙伴企业、政府等保持关系。但要注意并不是拥有关系就能改
善企业绩效，关系对绩效的改变还要靠企业内部的战略选择来实现。企业在从现有关系网络
中获取资源和信息时，要注意在企业的运营过程中，外部不同的关系给予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是
不同，要不同关系不同对待。最后，要重视外部关系资源到企业价值升值的转化过程。基于信
任而获得高质量的、及时的信息能够使企业及时的识别商业机会，捕捉商业机会，在高人际化
关系的社会，关系嵌入纽带依旧具有其核心的价值。管理者之间的信任能演化为企业与企业
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能提供更多地商业便利。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的所有变量都是在同一个时间点收集，因此不能客观
反映“资源—战略—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尝试从不同时间点收集数
据，利用纵向研究设计来进行更可靠的验证。其次，本文仅仅只将成立时间作为企业间区分的
标准，基于不同特征的企业关系的作用机理肯定会不同，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从不同类型
的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不同资源和能力的视角来分析不同的作用机制。最后，本文的
立足点是转型经济背景，为了更清楚地剖析此环境下的管理者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可
以考虑不同的环境因素为研究边界，进而更深入的剖析管理者关系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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